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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玄論戰：中國早期的一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論爭

⊙ 劉長林

 

在現代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及對現代主義的批評歷程中，現代性與後

現代性既是與時代性相聯繫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種對現實觀照的思想態度，或一種思想風

格。1從這種視角重新審視發生在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又稱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可以

發現這是一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論爭歷程中的一個典型案例。雖然從時代上看這是中國走上

現代化之初關於科學與人生觀關係的一場論戰，但玄學派所提出的人生觀，以及對科學派人

生觀的批評，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後現代性的特徵。

一、玄學派對科學、理性、知識應用於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強調，與後現代主義者對啟蒙

精神的批評有契合之處

作為從西方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興起的啟蒙精神，培植了人們的現代性。這種現

代性的核心觀念是主體性和理性，即具有獨立自主人格的人，用自己的理性評判一切。人們

可以通過理性活動獲得科學知識，並且以其「合理性」、「可計算性」、「可控制性」為標

準達到對自然的控制。科學的發展和知識的增加不但被認為是人們運用理性的結果，也是使

人更有理性，更具主體性的條件。人們希望用科學知識改造世界，使它變得更美好。

然而，啟蒙精神遭到後現代主義者的批評。「現代曾經從中獲得自我意識和自己烏托邦期待

的那些增強影響力的力量，事實上卻使自主性變成了依附性，使解放變成了壓迫，使合理性

變成了非理性」。2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認為，理性已經墮落為工具理性，自由、平

等、正義的現代性理想並沒有實現。福柯（Michael Foucault）認為，現代的科學、道德理

想不過是權利意志的話語，是借助於知識合理化進行理性的統治。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認為「自我並不是一座孤島」，啟蒙所宣揚的「主體」只是一種虛構，人處於複雜

的社會之中，並非能動的建構者，而是被建構的。他們都把現代性中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啟蒙

以來的理性主義，認為這種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觀導致了主體與客體的分離和對立，對自然

的掠奪，對他人的奴役和自我壓抑。人實際上成了技術的附庸。

西方的啟蒙精神，在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中得到了充分的張揚。反映到人生觀上，以陳獨秀為

代表的「新青年派」提出了「新青年人生觀」，其中以理性、主體性、科學、自由、平等為

主要觀念。他們呼籲個性解放，確立獨立自主的人格，實際上以高揚人的主體性相號召，以

理性作為主體性能否確立的先決條件。這種理性又具有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的特徵。即在邏輯

思維方面，要使主觀判斷與客觀事實相符合，「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理性而不矛盾」。3認

為掌握科學知識是人獲得解放、人格得以自主、人生過得幸福和有意義的重要保證，也是擺

脫愚昧和外在奴役的重要途徑。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五四思想家將



啟蒙思想作為現代性的觀念構築到了新的人生觀之中。

但五四時期也是各種思潮交會的時期，被稱為早期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的尼采（F. W.

Nietzsche）的超人哲學、以及柏格森（Henri Bergson）、倭堅等的生命哲學，由於適應了

歐戰後西方人士對西方文明批評的需要，開始流行開來，也被到歐洲考察的梁啟超、張君勱

等人所接受，成了他們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批評科學派人生觀的思想武器。針對科學派將

科學精神與「一遵理性」相聯繫，甚至認為是主體唯一品格的觀點，梁啟超指出這種機械的

人生觀來源於哲學的主智主義，較為關注宇宙原理，物質「公例」等，對人生的情意不太注

意。科學的理性不能解決人的情感問題。他說：「情感這東西，含有秘密性，要想用理性來

解剖他，是不可能的」，「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該做，某件事該怎樣做法，卻不能叫人

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4張君勱在《人生觀》中對科學與人生觀各自特點的

區分，如說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等等，強調不能將分析自然現象的科學理性無限

擴大化，適用於一切領域，尤其是極其複雜的人生領域。這與後現代主義者批評將理性絕對

化的做法相似。張君勱考察了西方思想界十九世紀以來從崇尚科學到玄學的轉變，說倭堅、

柏格森為代表的新玄學，被稱為「反機械主義」、「反主智主義」、「反命定主義」，5也是

為了說明西方思想中已經形成了反啟蒙思潮的思想，其中心是要說明機械的科學理性不能支

配複雜多變的人生。

玄學派對於提倡科學理性導致工具理性，倡導主體性、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導致人際間的情感

冷漠的批評與後現代主義者也有類似之處。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說西方「托庇科學宇

下建立一種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

下」，導致人們「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搶面包吃」，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

災難，導致了科學的破產。張君勱認為目前人們崇拜科學，導致拜物主義盛行，以及相互殘

害的戰爭。將科學應用到人生上，使人生無趣味，如機械然，精神上的安慰不復存在。他

說：「歐戰終後，有結算二三百年總帳者，對於物質文明，不勝務外逐物之感。厭惡之論，

已屢見不鮮矣」6。梁漱溟很早就對陳獨秀等人倡導的理性和知識在人的解放中的作用提出批

評，提出涵育情感對人的解放的重要性。7他後來又考察了純屬理性認知而產生的科學在促進

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是怎樣導致人們精神痛苦的。他認為這是因為科學和理性受功利主義

支配的結果。西方人生哲學一貫的特別派頭是「尚理智：或主功利，便須理智計算，或主知

識，便須理智經營；或主絕對又是嚴重的理性。」8這必然會產生一種佔有衝動，從而引發種

種社會問題。「大約理智是給人作一個計算的工具，而計算實始於為我，所以理智雖然是無

私的，靜觀的，並非壞的，卻每隨佔有衝動而來。」這種佔有衝動將本來全一的我分成了

「直覺的我」和「理智的我」。導致西方社會人與人之間真實情感的喪失，人的精神和「真

實的自我」的喪失。把人生的情趣斬殺得乾乾淨淨。梁漱溟對科學運用於工業使人受到奴役

的情景進行了批判。他說：「機械實在是近世界的惡魔」，即西方人運用征服自然的人生態

度，以及理智分析的頭腦，發明了機器，但其結果卻是「非人用機械而成了機械用人。此其

工作非常呆板無趣，最易疲倦，而仍不能不勉強去做，真是苦極！」9使人喪失生機和活力。

顯然，玄學派與後現代主義者對啟蒙精神的批判都是針對現代性的負面效應而言的，也顯示

了他們共同的非理性特徵。當然他們也有明顯的不同。對於理性的批評，玄學派指出了科學

派對理性的強調是以貶斥、壓抑人的非理性，以犧牲情感和意志為代價的。而後現代主義者

是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將這種壓抑與「權利」聯繫起來，認為這種理性概念成了權利的工具，

成了壓制非理性的借口，甚至成為有權者壓制不同思想觀念、不同文化與種族的借口。福柯



主張高揚不可溝通性、差異性和離散性來對抗現代性的理性壓抑。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認為理性是與一種壓迫性的、集權性的生活方式相同一的。這說明後現代主義者更

關心現代社會以理性為核心的體制下人的自由問題。玄學派雖也是關心人的自由，但他們更

強調人的意志自由和情感自由問題，主要從精神層面討論人生觀問題，與社會制度、體制的

聯繫較少。

二、玄學派對科學萬能論的批評，與後現代主義者對「元敘事的懷疑」有相通之處

在後現代主義者對現代性的批評中，從知識合法性角度的論述頗為引人注目。利奧塔指出，

可以把後現代主義看做是「對元敘事的懷疑」。利奧塔說：「元敘事或大敘事確切地是指具

有合法功能的敘事。」10他把元敘事看作是現代性的特徵。「現代」科學與正統敘事法相

通，用相應的超驗話語證明自身合法性。因而，「現代主義」實質上是一套「共識法則」，

一切敘述知識只有經過它的認可，才具有真理的價值，被人們所接受。這些共識法則原自

「啟蒙敘述法」，認為理性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能夠發現科學真理，還能在歷史發展中不斷

克服矛盾和謬誤，從而帶來公正和社會進步，實現天下太平。11

所謂對「元敘事的懷疑」，一是懷疑啟蒙的經典概念，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

「後現代性是一種思想風格，它懷疑關於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觀性的經典概念，懷疑關

於普遍進步和解放的觀念，懷疑單一體系、宏大敘事或者解釋的最終根據。與這些啟蒙規範

相對立，它把世界看成是偶然的、沒有根據的、多樣的、易變的和不確定的。」12再就是對

這些啟蒙話語作為超驗話語的懷疑，利奧塔說：「我把後現代主義簡單地規定為一種對超驗

話語的不信任。」13科學不能再充當真理的化身、衡量一切的標準。不能再以追求真理為第

一要務，而是要以生產未知為目的。從實際結果看，元敘事或現代性的合法性發生信任危

機，是因為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不但沒有給人帶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教育及公平的分

配財富，相反，加重了人們對科技的發展能夠為人類帶來甚麼後果以及社會能否保持穩定的

憂慮。

後現代主義對「元敘事的懷疑」，對現代性合法性批評的特點：一是從知識論角度，挑戰啟

蒙以來的知識觀念。福柯認為知識的獲得與使用與權力的使用相關，從而消解了知識的神聖

性。二是對現代性思維方式的批評。即針對把某種普遍的、唯一不變的「理念」作為事物的

本質、根據、真理標準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利奧塔認為後現代是一個反體系的時

代，即反對任何人為設定的理論前提和推論，否定人能達到對事物總體本質的認識。14三是

主張棄置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本質主義是指不存在個別的本質，只有普遍性才是使某物成

為其所是的東西。這種追求萬事萬物本體、一元基礎或「公理」的理論取向又稱為基礎主

義。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它們正在演變為客觀主義、整體主義，成了禁錮人的自由的「文

化霸權」，甚至成了各種「集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來源。他們主張把差異從整體性

的「同一邏輯」中解放出來，倡導內在性、不確定性、非一致性、多元化、多樣化。

從後現代主義者「對元敘事的懷疑」觀照，可以看出科學派倡導的人生觀理論來源正是啟蒙

以來「元敘事」所建立的基本觀念。科學派最主要的觀點是應當以科學作為人生觀的理論基

礎。認為科學中內含的認識方法和思維方式，可以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信仰方式。在他

們看來，科學具有整合人們意識的「道」的功能，可以作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規範、法則，應

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論戰中科學派表現了鮮明的科學萬能論傾向。



首先，他們認為科學具有普遍有效性。即科學不但作用於物的世界，而且人的意識也受其制

約，人生觀也不例外。丁文江說：「科學所研究的不外乎這種概念和推論，有甚麼精神科

學、物質科學的分別？又如何可以說純粹心理上的現象不受科學方法的支配？」這是根據實

證論的觀點，認為人的精神和心理現象都屬科學的範圍。作為精神領域的人生觀，當然要受

科學支配。丁文江說：「科學的萬能，科學的普遍，科學的貫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

法。」15他們認為，不但科學的觀察、分析、推理、實驗、證明等能用於觀察、處理人生疑

難問題，而且科學家在科學研究過程中也能發生高尚的人生觀。

其次，科學之所以能解決人生觀問題，是因為精神現象與物理現象一樣，受因果律支配。

「科學是憑藉因果和齊一兩個原理而構造起來的；人生問題無論為生命之觀念或生活之態

度，都不能逃出這兩個原理的金剛圈，所以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16在科學派看來，

因果律是宇宙的根本法則，不僅作用於物的世界，而且主宰心理世界和人生世界。由於因果

律的普遍作用，胡適也說：「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天行是有常度的，物變是有自然法

則的，因果的大法支配著他──人──的一切生活。」這一科學與人生觀統一的根據，顯然

與他們所受的科學實證精神與本質主義的教育有關。

再次，正因為主張科學萬能，胡適根據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以科學的原理、精神和方法為

理論基礎，提出了科學人生觀的大致輪廓，作為「公同承認的」、「最低限度的一

致。」17胡適這裏所說的一致就是普遍性，將科學作為人生觀的理論基礎也是上述基礎主義

的典型應用，反映了科學派在重建現代中國人生哲學時基本上是按照「元敘事」方向進行

的。另外，馬克思主義派的陳獨秀主張用「唯物史觀」作為人生觀的理論基礎也是按這個方

向進行的。

玄學派對科學派「科學萬能論」「元敘事」的批評，最主要的主張就是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

問題。科學與人生觀分屬不同的世界，科學只能在物質世界里起作用，不能在人的精神世界

起作用。人生問題是複雜的，沒有統一的標準，沒有因果律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

者，莫若人生觀。」18他們認為人內在的精神活動是變動不定的、自由創造的，作為以物質

世界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學的邏輯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於人生

問題。顯然，這種觀點否定了科學的基礎主義和科學方法的普遍性。在這點上，與後現代主

義對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的批評契合起來。

張君勱針對「國人迷信科學，以科學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運用最新的實驗心理學和生

命哲學理論，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志的特殊性。如柏格森「闡明人生之本為自覺性。此

自覺性頃刻萬變，過而不留，故甲秒之我，至乙秒則已非故我。……純粹心理無公例可求之

說，非柏氏一人之私言，以詹姆士之尊重實驗，亦傾倒若此」，英國經濟學家歐立克認為社

會事實的變化在於個人和團體的衝動，與生活動機相關，「生活緊要關頭之行動自此而決。

若其力量之大小，方向之所至，不能測度，不能預言」19。張君勱認為這些說明科學的公理

和方法不能作用其上，理智不能支配的思想更符合生活實際。這裏所說的緊急關頭的自決，

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機動性、靈活性、內含了多樣性以及利奧塔所說的「異質性」思想。

玄學派還批評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史觀一元論。唯物史觀在解釋世界及萬物本源時，強調世

界的本源是物質的。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歷史變動的最後原因是物質因素。

陳獨秀提出用唯物史觀作為人生觀理論基礎的著名論斷：「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

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20這是典型的



「元敘事」的本質主義和一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科學派的丁文江和胡適都不徹底，所以陳

獨秀批評他們是多元論。張君勱和梁啟超也遭到了陳獨秀的批評。張君勱在《人生觀之論戰

序》中，堅持多元論的歷史觀，反駁陳獨秀的一元論。張認為社會的變遷是「人類之自由意

志為之，非科學公例所能一律相繩」。

梁啟超在論戰中實際上站在玄學派一邊，一年後寫《非唯》批評當時最時髦的話頭「唯……

主義」。在梁看來，「人生是最複雜的，最矛盾的，真理即在複雜矛盾的中間。換句話說，

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現的，凡講『唯甚麼』都不是真理。」人生的矛盾都是以心物相互

關係為出發點，心力雖然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議的神秘性。但無論心力

如何偉大，總要受物的限制，所以不能在「心」的前面加「唯」字。同時，物的條件雖然重

要，但人類要改良或創造環境，必須用他們的心力，因此物的前面不能加「唯」，「若要貫

徹唯物論的主張嗎？結果非歸到『機械的人生觀』不可。──去年人生觀的論戰，陳獨秀赤

裸裸的以極大膽的態度提出機械的人生觀，在那一面算是最徹底的，」梁啟超認為提倡唯物

論，會導致命定論，個人就不須努力的結論21。

陳獨秀針對梁啟超的觀點，答辯時堅持物質一元論，反對心物二元論，著重說明人的努力及

天才之活動，本為社會所必需，但其效力只在社會的物質條件可能以內。針對非「唯」說，

陳說，哲學上對於宇宙觀和人生觀，向來分為物質一元論和精神一元論兩派，二元論不能成

立，「一元便與『唯』無別」。整個世界其根本之處只能是一元的。「梁先生所信分明是二

元論，二元論本無可『唯』；自己無可『唯』，使責罵他人『唯』」。22 他們對這個問題辯

論有重要意義。過去我們只看成唯物和唯心的爭論，現在從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論爭的角度

看，這也是針對本質主義與基礎主義的「元敘事」的論爭。玄學派主張從人和文化的多角度

看待歷史，與後現代主義者從人文等多視角觀察歷史變遷，反對物質主義的一元論有相同之

處。

三、玄學派對於「科學不能代替宗教」的強調，與後現代主義者肯定宗教的社會作用有

相同之處

西方啟蒙精神由於高揚人的理性和主體性，形成了反對宗教迷信的思潮。再加上自然科學的

飛速發展，科學的成就愈來愈證明宗教關於神、上帝與人之間的關係解說的不可靠，宗教對

於精神世界的統治地位動搖了。人們開始由有神論向無神論轉變。韋伯（Max Weber）認為，

現代社會的產生與理性主義的興起有著內在的聯繫，對宗教的批判導致了神秘的宗教世界圖

景的瓦解。懷特海（Alfred N. Whitehead）說：「近兩個世紀來，宗教一直處於防守的地

位，並且大有招架不迭之勢。這個時期是空前的知識進步時期。」23法國學者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說：「十八世紀哲學帶有深刻的非宗教性。」24

啟蒙思想的激烈反宗教態度，在思想界的主要表現，是將宗教看作是完全與理性對立，是束

縛人的思想、妨礙理智進步的障礙。他們開始尋找代替宗教的方案。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審美教育書簡》（Uber die Astj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中認為藝術應當能夠代替宗教，因為藝術是一種能夠深入到人

們相互關係之中的中介，其所能夠發揮的交往、建立共同感，產生團結力量的「公共特

徵」，具有統一社會的作用。康德（Kant）試圖把宗教改造成道德的宗教。黑格爾（Hegel）

認為上帝只是一種精神、理性，是服務於道德的。顯然，在社會不斷向「世俗化」演進的過



程中，近現代思想家試圖以一種理性的、「準宗教」的方式，為思想、道德與社會規範提供

合法性的根據。

然而，在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評中，後現代主義者有肯定宗教社會作用的傾向。早期的

後現代主義者仍然保留著某些啟蒙思想的痕跡，試圖尋找某種宗教的替代物，例如尼采與海

德格爾，就希求以酒神精神或藝術來取代宗教。但後來的有些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現代思想

的一個根本失誤在於它對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宗教的』存在物估計不足。因為我們總是

在尋求生活的意義，並且總是力圖通過與我們理解的世界的終極本質保持一致來尋找這種意

義。因此宗教在當今社會中仍有其重要作用，它是人道和友愛的基礎。社會只有重建精神崇

拜，才能恢復它賴以生存發展的道德正當性和文化連續性。」25

近代科學與宗教衝突的背景，為中國啟蒙思想家認識宗教與社會的關係提供了理論背景。陳

獨秀、胡適等人，正是以科學、理性、知識，批評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不利於人的主體性確

立。陳獨秀提出了科學代宗教作為人生新信仰的主張，他說26：

余之信仰。人類將來真實之信解行證，必以科學為正軌，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

……余主張以科學代宗教，開拓吾人真實之信仰，雖緩終達。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脫，直

「欲速不達」而已！

由於近代以來宗教倡導者希望通過吸納現代科學和平等思想，維持宗教在現代人中的信仰地

位。27「科學代宗教」的提出就是思想史上由近代轉向現代的重要標誌。眾多思想家開始否

定宗教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信仰，紛紛尋找宗教的替代物。蔡元培提出用美育代宗教；梁漱溟

提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禮樂代宗教（後來又稱道德代宗教）；胡適提出了宗教「人化」的見

解；馮友蘭提出用哲學代宗教。中國現代思想界建立新信仰以取代宗教的普遍而持續的努

力，與近代西方思想家尋找宗教替代物的做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科玄論戰是「科學代宗教」思潮的重要階段。科學的人生觀就是科學派用來代替宗教信仰的

「替代物」。這在胡適的思想中最為明確。在他看來，宗教的「神」或「上帝」的萬能已經

打破，取而代之的應是「科學的萬能」，而「萬能」的科學也一定能在人生上顯示出威力，

產生出「科學的人生觀」，作為我們的共同信仰。胡適提出用「公同承認的」科學的人生觀

來做人類人生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使之扮演過去宗教的角色。他說28：

宗教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論和靈魂不滅論統一歐洲（其實何止歐洲？）的人生觀至千余年

之久。假使我們信仰的「科學的人生觀」將來靠教育與宣傳的功效，也能有「有神論」

和「靈魂不滅論」在中世歐洲那樣的風行，那樣的普遍，那也可算是我所謂「大同小異

的一致」了。

胡適提出「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作為最低限度的一致的輪廓。29 1926年，他在〈我們對於西

洋文明的態度〉中提出用「人化」、「理智化」、「社會化」為主導觀念和信仰，建立「人

化的世界」。

然而，科學派的這種「科學的人生觀代替宗教信仰」的主張遭到了玄學派的懷疑。針對科學

派的「科學萬能論」，張君勱從知識論的角度反駁。他說像英國生物學家托摩生等西方科學

家認為科學的力量有限，需要哲學美術宗教相輔助。他引托氏論科學與宗教的關係說，世界

甚大，科學甚稚，故其答案必不圓滿，即令答案已達圓滿，則必有他問題生，而為人所不能



答覆。即令答覆，可能不滿人意。「欲求補充的答覆，惟有詩歌與宗教之感情。故視科學方

法為達於真理之唯一途徑，此吾人所不信者也。」30即宗教和哲學、美術、詩歌等在認識人

生和世界，滿足人的情感方面永遠具有價值，科學不能代替宗教。

在這方面，梁漱溟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是在認為宗教的神話部分已沒有存在價值的前提

下，肯定宗教的必要性。他注意到，近世哲學隨著認識論和科學的發展，開始否定傳統的形

而上學，神學形而上學也是講絕對的，即想象一個整個的宇宙去講，當然也要受到衝擊和批

評。他說：「宗教神學之命運，比形而上學更到了絕地，不但人格的上帝說不過去，就是那

種泛神也是不通的。」但他並不認為知識論和科學的發達能取代宗教。他從學理上說明了宗

教在人類生活中的根據所在。即「宗教必以對於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為他的事務」；

「宗教必以對於人的知識之超外背反立他的根據」，宗教具有使人安心立命的作用。

根據宗教的特點，粱漱溟考察了宗教的發展趨勢。針對近代宗教的衰敗，是受科學攻擊的說

法，梁漱溟說：「科學是知識，宗教是行為，知識並不能變更我們的行為，行為是出於情志

的。」科學是一種知識和方法，並不是結果，科學的進步並不能解決人生的無常，以及由此

引發的對形而上學的疑問，以及人的情感怎樣才能得到安寧的問題。從宗教的必要性來看，

是源於對世間眾生生活無常的感悟，感到這樣的現象沒有辦法改變，這樣的世間便沒有辦法

再生活下去，只好尋求解脫，要求出世。所以宗教的必要是永遠的。

但宗教的出世傾向和人們的知識有叛離趨勢。人們認為，人一般是情志強盛知識被抑時，糊

塗地接受出世思想，而一旦感情冷靜，知識翻身，宗教就沒有存在下去的可能。這是科學知

識論者強調科學必然要代替宗教的原因。而梁漱溟卻依據不可知論，認為宇宙人生的一些根

本究竟問題，不知道何緣致此，便替他下解釋說有上帝、造物主，「無論知識如何增進，得

到解答，而始終要余不可知的一分」31。這是宗教能夠存在下去的根本原因。近代思想家運

用不可知論一般會得出世上有神或天神存在皆不可知，因為二者都沒有證據，所以宗教有神

論不可信的結論，32而梁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這一點有可能與他認為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

有關。在他看來，佛教是要人們生活美滿後才有他的動機，即要滿足人們精神方面的高級需

要。而且，這並不是要壓抑人的個性，因為要堂堂正正要求出世，他們叫做「還滅」，很不

容易就信宗教家的無理解說，而要討論辯難，其人的個性是很伸展的。

針對感到「人生空虛無聊，人生究竟有何意義」，找不到圓滿答案，才相信上帝，走向出世

之路的現象，針對科學派必須提高人們的理性自覺，使其認識人生意義、從而遠離宗教的說

法，梁漱溟認為這是人們多情多欲，要求太強，計較太盛。一旦這誤以為實有的找不著了，

便驟失其重心，情志動搖。在茫無著落而急求著落的時候，才相信宗教。他認為，讓人們自

己認識自己人生意義的做法之所以不正確，是因為這樣做沒有把整個人生看成一個整體，而

硬要尋找、規定每件事的意義、價值所造成的。不曉得這樣的意義似是而非，並不是真實的

存在。因這種認定實際是科學的理智在起作用，而人的生活是受情志所支配的。這也是他批

評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倡導確立人生目的、尋找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原因。這一點也與後現

代主義者對現代性的為人們設定一個目的和基礎的批評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指出科學對人生的有限性，承認宗教對人生的積極作用，但他受時代

的影響，在現階段並不提倡宗教，反對中國人走「佛化」的人生之路。從如何使人生情感安

定出發，他大體贊成倭鏗提倡的精神生活、羅素提倡的靈性生活，以及美育代宗教之說，梁

自己則論證中國是倫理（道德）代宗教的社會，儒家思想具有宗教的作用。只有注重精神生

活的生命哲學、孔子人生哲學以及陸王心學可以像宗教那樣作為人生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認為這樣就會「將傾欹在外邊的重心揶了回來，穩如泰山，全無動搖。因此而致情志動搖者

既沒有，即無待宗教去勖慰，使宗教之必要在此，宗教將為不必要了。」顯然，這是從現實

性上論證儒家人生哲學的宗教作用，這種說法為後來的玄學派提出回到宋明儒的心學開了路

子。但後期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大都肯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性。33這時他們都認識到了宗

教問題的重要性，且「對一切宗教思想都更能承認其價值。」34這種思想傾向，與後現代主

義者非常相似。這可能與60年代後的社會背景有關。

最後要說明的是，學界也有人認為，玄學派或現代新儒家是屬於前現代的思想家。35但我傾

向認為，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時代的差異，但從思想觀念看，玄學派的觀念是前現代和後現

代意識交織在一起的。36由於玄學派吸收了被稱為早期後現代主義者的超人哲學、生命哲

學、精神分析學的思想，因此他們與後現代主義者在對現代性負面效應的批評上有某種程度

的契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人的生命意義的安頓和人的自由的關心，他們所有對現代性

的批評，都有強烈的表現。而兩者最大的不同，是玄學派又認同傳統的儒家，倡導生命哲學

加上新宋學復興，能夠挽救現代人心，使人安心立命。而後現代主義者沒有這種傾向。這可

能與玄學派正處於從前現代向後現代的轉型期相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理解玄學派為

甚麼在反對科學理性的同時，又把情感、意志、生命看成取代它們而影響人生觀的東西，仍

主張從形而上學關照人生觀，這是他們受尼采和柏格森等人提出意志、生命等概念以取代理

性作為認識實體的原因。而後現代主義者徹底消解了邏各斯中心結構，不再追求不變的形而

上學結構。這或許是在信息社會的背景下，時代性所造成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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